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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innovation）的规模和水平。在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企业生产活动面临的双重外部性，是导致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直接原因。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了制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诸多因素，提出了从政府规制、行业中介组织监督评价、消费逆向拉动、顾客参与因素等四个方面的激励机制，为构建绿色创新型经济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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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depends on the scale and level of enterprises’ green tech-innovation.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ystem, the dual externality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 has direct impacts on the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green innovation. Game 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of green tech-innovation are deeply analyzed. Various factors to constrain firms’ green tech-innovation are discussed. And from four aspects, respectivel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mechanism, industri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consumption reversal drawing mechanism and customer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re proposed, which can also offer helpful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green innovative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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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恶化和社会分裂问题，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不断发展是改善生活水平的利器，但必须以不牺牲环境代价为前提。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人们消费理念和企业管理认识上的进步，最重要的是，企业必须采取绿色技术创新，通过采用更加节能环保的生产工艺，更清洁燃料，以及提高投入产出率，才能维持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但是，从目前经济运行机制来看，不像对于产品本身的创新那样，企业尚且缺乏绿色创新的勇气和动力，只有重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在可持续框架下探讨经济发展，破除企业绿色创新中的阻力，变阻力为动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 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绿色技术创新指的是企业通过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1]。企业是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承担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绿色创新技术的发起者、需求者和实施方；绿色技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兼顾产品、工艺和服务的创新，可以是纯粹管理的方法，也可以是物理的技术、设施，或者是二者的完美结合[1-2]。通过对于生产体系的重构，实现效率提升或污染治理，进而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绿色技术创新也因此可以被简称为绿色创新，与生态创新、环境创新或可持续创新等概念平行[3]。
实际上，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惯有的提高生产效率或效益的努力并行不悖。在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中，或者说在当前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然而言地，企业存在内生的自觉提升投入产出效率的冲动。即便如此，这种自发的内生冲动，在普遍性上和整体水平上，仍不足以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促使企业扩大绿色创新的规模和水平[4]。
在以往经济体系中，通常人类生存所需的最为珍贵的资源，往往以公共资源的形式存在，且不是人类自身创造和提供的，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错误的发展理念正导致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包括空气、水、土壤等，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挑战。1987年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5]（Brundtland Report）是人类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认识的一个分水岭，各国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经济学家和企业开始行动起来，携手解决社会成员在当下需求和未来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
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在现行经济体制和机制下，企业面临着生产活动的双重外部性问题[6]，这是导致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最大最直接的障碍。首先，企业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生存基本条件形成负外部性，从而把企业污染的成本转嫁给了当前社会甚至未来社会，而当前的技术设计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公众的环境意识觉醒是一个量变积累的缓慢过程[7]，当企业被迫需要作出改变时，整个生产体系的重构或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资金准备不足等制约，特别是政策的不均衡性和非连续性，使得企业感觉无所适从。这种外部性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也是最应该给予关注的。其次，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存在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这对于除了企业之外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影响都是正面和积极的。但问题是，绿色创新活动的成本必须由创新企业独自承担，因而绿色创新活动不仅仅不会提升企业绩效，可能还会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丧失[8]。因而，动态博弈的结果就是没有企业愿意首先投入绿色技术创新。这也是目前企业创新动力缺乏的直接因素。
2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制约因素
在我国，绿色创新正受到最为广泛的关注，这与政府政策的力推和公民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密不可分[9]。目前，绿色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企业是研究机构和市场第三方[10]。后者的含义是指，这种创新活动不是来自于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供给方或需求方，而是市场催生的第三者服务机构，包括专业的燃料效能研发和污染治理企业。并且，第三方提供的绿色产品或服务主要针对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这种局限性显而易见，绝大部分市场主体仍未被调动起来，其中一部分还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强制关停减产。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机制，任重道远，需要仔细甄别企业内部外存在的制约因素。我们提出了如下影响或制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五种力量模型。
2.1  政府绿色创新管控缺位

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绿色创新面临着不利的双重外部性。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否一定会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新型绿色经济体系建立之前，答案尚不明确，甚至是否定的[11]，除非将所有企业类型置于同样程度的政策管控条件下并严格执行。政府绿色创新政策一般被认为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最大阻力和主要驱动力量，这与公共政策的巨大刺激作用密切相关。经济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程度，往往取决于政策期望达到的程度[12]。政策出台的依据是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损害程度，这就需要广泛搜集污染企业，特别是重污染企业的能耗、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数据，这是政策类型选用和政策力度设置的基本依据。政策制定以后，政策的严格执行成为影响企业创新最为重要的因素。甚至有研究认为，无论何种政策，严格执行程度比政策本身更加重要[13]。还有，公共政策应当考虑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留出一定时间，避免政策一刀切和对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14]。政策开始执行以后，绿色创新的任务就转给了企业，公共资源破坏的成本（负外部性）会内化为企业自身成本，而政府此时不应当规定企业具体的绿色技术选择。另外，政府的政策，还包括行业中介组织，比如协会、产业联盟、其他NGO组织等，还应该加强公众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宣传，影响后者的绿色意识，提升他们对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关注，进而形成对于创新活动的拉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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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五力模型

2.2 消费者绿化程度不高
当前，国内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正处于萌芽和提升阶段[15]，欧美国家消费者的绿色低碳意识要比我们高一些，采取的手段也激烈得多，对企业环境影响活动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企业绿色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后果，消费者作为承担者，具有被动的双重角色，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人。首先，产品服务的边际成本在开始阶段增加较大，需要消费者为之买单，而消费者对绿色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认可程度，决定了绿色创新活动是否成功。其次，消费者享受到了更好的绿色创新产品，包括环境改善这个最大的“副产品”，但是，消费者从理性出发，仅仅愿意对于产品服务消费过程中带来的利益买单。比如汽车消费，消费者会考虑其使用过程中的能耗，因为这对消费者意味着成本；同时，消费者不会关注汽车全生命周期，包括铁矿石开采、冶炼、加工、组配以及物流环节的绿色创新活动。而这一切，取决于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公众绿色低碳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唤醒消费者的全球公民意识和环境意识。
2.3 企业绿色创新存在多重风险
即便有了政策的推动和消费的拉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仍然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创新活动初期投入成本巨大，创新活动又存在有巨大时间跨度，规模较小企业，或者缺乏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如果他们选择绿色创新研发活动，可能会更快更容易被市场淘汰[16]。创新活动的技术外溢性是大多开展绿色技术研发企业的梦魇。另外，企业所处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也将影响其采取技术创新的努力[17]。一般来讲，这种压力来自于市场，并层层沿着价值链向上传导。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反方向传导，这个过程顺畅与否取决于企业在价值链中的话语权。还有，诸如企业管理层的创新意识和对于技术创新的风险偏好，以及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结构[7,18]，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经验水平和企业文化等等，都会制约企业的绿色创新计划。即便万事俱备，需求市场上消费者对于创新的认可程度仍是一个不可控因素[19]。
3  基于市场的绿色创新激励-约束机制
针对企业绿色创新中存在的上述制约因素分析，下一步我们需要找到根除这些制约因素，将阻力变更为动力的若干机制。我们建议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机制建立入手，构筑全社会绿色创新的激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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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3.1 政府管控措施的推动机制
政府利用公共政策推动绿色创新，是确保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必然带来更高竞争力的最大保障。但是，公共政策应面向整个市场，并且不指定具体某项创新技术。
根据政策的市场化程度，或者政策的定性定量化程度，可将公共政策分为行政命令型和市场主导型工具。行政命令型包括规定一个生态效率水平，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市场主体直接退出；抑或是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直接关停转移高耗能、高污染和高资源消耗性企业；还有，就是对于具体某一类行业，如果不实施某种环境治理措施，则直接令其关闭。这种行政主导政策措施因其未能给企业提供整改时间，为生态创新留出一定空间而受到批判。但是，市场主导型工具也未必就一定会对创新产生更大的刺激作用。这一类政策包括总量-交易型工具、碳税、碳补偿、补贴和低息贷款等等。一般认为，市场主导型工具比行政命令型工具更为温和，作用也更加长远和持久[20]。企业不仅仅能对技术创新的时间表和技术选择作出安排，还能从后一类政策工具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一方面，真正好的绿色创新型企业不仅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指污染处理的成本内化以后），同时可以出售自身更大的排污权余额来获利。当然，政府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建立绿色技术公共创新平台，进行超前技术研发，并通过企业试点，然后对企业进行培训和推广应用，也可以规定行政事业国有企业部门进行绿色采购，拉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
3.2 行业中介绿色标准评价及监督机制
行业中介种类繁多，在我国，它们的功能定位是辅助政府对行业进行管理，督促政策的实施等等。行业中介可以利用自身对行业更高的熟识程度，起到政策宣传和行业引导的作用。
行业技术标准制定是个很重要的手段，绿色标签或碳足迹认证，可以在行业内创造绿色创新的氛围，督促企业改善其环境绩效。行业中介也可以充当产学研的“红娘”，采用产业支持，科研创新，实现互利互补互赢。还有，行业中介可推动环境管理体系，例如ISO14001，在行业内的推广和应用，也可以让企业形成减排自愿联盟，监督联盟的运作，保证企业所提供能耗及污染物数据的客观可靠，并负责信息发布，向下游关键用户进行推荐等。
3.3 绿色消费逆向拉动机制
消费者是绿色创新服务及产品的最终使用者，绿色创新的成本也会沿着供应链传导到末端，消费者的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是绿色创新活动是否成功的裁决者。然而，消费者的低碳意识提升是个缓慢的过程，公共采购先行可起到良好表率作用，但其作用有限。
为此，我们单纯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培训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消费端的鼓励政策必不可少，包括绿色消费补贴、绿色金融等。除此之外，限制性消费也是可行的，比如阶梯型消费能源定价、乘坐交通工具的“肥胖税”[21]，限制大排量交通工具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为消费者绿色意识转化为绿色行为赢得时间和空间。只有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收入的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才会达到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相匹配的程度。
3.4 企业绿色创新的顾客参与机制
顾客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让顾客参与企业产品设计，显然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企业能够得到顾客对于产品绿化水平的预期，根据顾客的需要进行绿色创新，采取合理的绿色管理工具。但问题在于，顾客可能只关心产品当前的功能和使用环节的绿色，如何辨识出那些“深绿”且代表产品特色创新发展方向的顾客，以及思考他们参与产品创意和开发的方式呢？领先用户分析技术[22]，可以识别出那些需求曾经并且持续领先于产品功能的顾客，他们也很乐意参与到产品的前瞻性设计过程中来。另外，成功的绿色创新产品，必须创造出更高的附加价值和消费者剩余，必须超越市场同类替代品的竞争力，也才能吸引顾客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或吸引到更多顾客。
4  结论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包括政府、科研人员、企业和居民的共识。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面临着不利的双重外部性，绿色创新动力不足，这需要从四个构建社会的绿色创新体系。
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参与破除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制约因素。这些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行政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者可同步协同发挥作用。公共政策应考虑为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留出时间和空间，政策的严格执行比政策本身更加重要。行业中介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如何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同样不能没有公共绿色采购的引导，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从消费端发力，拉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最后，在企业能够辨识创新用户基础上，将用户引入到产品创意和设计过程，能有效降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风险和绿色产品服务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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